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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版”版画的审美构成 

庄唯
1
 

(南京财经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南京 210046) 

【摘 要】:“姑苏版”版画滥觞于明末,盛于清康乾年间,做工精细且韵味雅致,既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技巧,

也借鉴了西方艺术表现手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文章探讨了多元文化架构下“姑苏版”版画与文人画､界画､西

洋画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融合了各种绘画形式与风格之后,“姑苏版”版画如何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审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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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年间是苏州桃花坞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阶段桃花坞木版年画融合了西方艺术语言,通过苏､皖等地工匠的精巧

制作,描绘出清中期苏州地区市民生活的唯美图景｡历史上也把这段时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称为“姑苏版”｡苏州自明朝中后期

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活跃大大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苏州地区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条件的保证

为木版年画的制作扫除了后顾之忧,而从制作内容上来看,“姑苏版”版画同时受到内外两种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审

美风格｡在产量与质量都得以保证的前提下,人们对年画的审美需求大大提高,这也促使“姑苏版”版画远销日本与欧洲,不仅促

使日本浮世绘版画的诞生,也影响了法国印象派风格的形成｡ 

一､文人画对“姑苏版”版画的影响 

晚明时期,苏州地区书籍出版相当盛行,当时大大小小的制书作坊在对小说进行文字复刻的同时,各式各样的画谱或者小说

插图也被大量印刷,不仅受到众多文人雅士的青睐,也为“姑苏版”的诞生提供了市场保障｡随着木刻彩色套印技艺的日渐成熟,

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吴门画家也参与到书籍插图的绘制工作中,无形中将吴门画派的绘画风格浸染于印刷制品中,统一了江､浙､皖

地区工匠们的审美倾向｡从这时起,文人画与“姑苏版”版画的联系非常紧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花鸟画｡万历年间丁

亮先的 29 件版画作品被大英博物馆所藏,这其中包含了大部分的花鸟图绘,也有《十二月采茶歌图》这样的故事性图绘｡从制作

工艺上来看,丁亮先的“姑苏版”画在“制作上和明末《十竹斋笺谱》技法有一脉相承之处”[1]｡不同点在于胡正言的《十竹斋笺

谱》“虽然为诸多画家共同所作,但总体并没有偏离文人性质的表达,更没有脱离以胡正言为中心的文人审美趣味倾向的表现”
[2]

｡也更加贴合文人画的道禅境界,一枝､一花､一石､一鸟无不体现出生命的终极指向:真性与纯化｡正如朱良志教授所言:“推动传

统文人画发展的根本因素,在于一个‘真’字｡”[3]
从外在造型来看是逼真的,但不肆意妄为,是画家在有限的空间内丘壑自营,这

不是失真,而是对美的自我追求｡纯化是对真性更深层次的解读,画家托物言志来表达心境,同时也将自身的观感与画作连接起来,

淡雅空灵不仅是画的气质,亦是文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态度｡丁亮先所作“姑苏版”花鸟画在保留了文人画的真性之外,

用较为鲜艳的色彩及相对盈满的空间表达了另一种审美情趣,即“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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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图1中的枝干花叶表现出来的是恬静雅致,那么图2的花鸟图则表现出一种欢闹喜气的气氛｡这里的“闹”有两重涵义,

从色彩的搭配上来看,图2中的主体花色由红､黄构成,这两种颜色都是先民们最早开始使用的｡《考工记·画缋》中记载:“杂五

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①2｡南方象征着温暖,也突显出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

之情｡而黄色代表土地,同时也被历朝历代的皇帝认为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红黄两色的组合蕴含着吉祥､富贵和喜庆的寓意｡两

种颜色的搭配能够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感,这种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显然与文人画闲适淡雅的意境背道而驰｡从画面的寓意来看,

《十竹斋笺谱》更多地是以小品绘画为主,画幅小而精,笺谱中带有隐喻性较强的作品,以文人雅士翻阅收藏为主｡而丁亮先所制

花鸟系列“姑苏版”版画带有明显的祈福､教化之意,也更加迎合儒家的美学观念,适合作为装饰画张贴欣赏｡相比之下,丁亮先

所作“姑苏版”画受众更多,传播覆盖面更广｡ 

另外,文人画对“姑苏版”版画的影响还体现在美人画方面｡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仕女图绘画水平较为发达,代表作有唐寅

的《孟蜀宫妓图》《吹箫图》,文征明的《蕉阴仕女图》,仇英的《人物故事图册》等｡这些仕女图的出现无形中对其后同属江南

地区的“姑苏版”版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在《簾下佳人图》《三美人图》《双美爱华图》《美人弹琴图》等版画作品中可

以看到,苏州工匠对于女性人物的刻画与仕女画极为相似,例如脸部形象的塑造均表现为鹅蛋脸､小凤眼以及柳叶眉等元素,服饰

的勾线以及染色也与仕女图差别不大｡但从人物的神态上来看,“姑苏版”美人图与文人仕女图有一定的区别｡仕女图中的美女

虽然各个身份不同,形态各异,但“他们表情单一,木然冷淡,状如冷面美人,了无生机”[4]｡相反,“姑苏版”美人画中,人物表情

非常生动,有的是陪伴婴儿的母亲形象,姿态温婉,目光慈祥;有的是闺阁中的女子,通过眼神和姿态能够体会到她们的情思;还有

嬉戏玩耍的女性,她们游船､荡秋千,神采飞扬,欢快迷人｡“姑苏版”美人图虽然继承了仕女图的画法,但在人物面部特征的塑造

上进行了改造,打破了仕女图中人物面无表情､千篇一律的绘画风格｡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苏州工匠深受文人画的影响,但在实践过程中对原有文人画风进行了更加普世化的修改,使其更加符合

大众的审美习惯｡苏州工匠将文人画对景写生的“真性”与积极入世的儒家美学观相结合,以儒道同体的美学思想为之后“姑苏

版”版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二､西洋绘画对“姑苏版”版画的影响 

“姑苏版”版画中有一部分对于楼阁的描绘引入了西洋透视法与明暗法｡至于西洋绘画观念为何能够如此快速有效地融入

苏州版画之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的时空条件｡首先,清中期苏州地区经济发达,社会的繁荣稳

                                                        
2①见《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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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促使精神文化生活得以深入开展;其次,西方传教士非常重视江南地区的传教,由于宣传印刷品需求量巨大,苏州地区已有的木

刻版画方便重新改作,这也为传教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第三,康熙帝对于西教在华传播的态度较为宽松,虽然雍正､乾隆､

嘉庆年间对于西方传教事宜管控严厉,但“西教士之有天文､历法､测量､绘画等技艺者,仍多在朝廷供职”
[5]｡得益于较为宽松的

政策,西方传教士在通过绘画进行传教的过程中,也将西方绘画的理念与思想传播至民间｡ 

现存的“姑苏版”版画中对于透视法的应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用俯视法描写城市场景,另一类则运用了焦点透视法｡“姑苏

版”版画运用俯视法进行绘画受到了当时界画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版画有《西湖十景图》《姑苏石湖仿西湖胜景》《姑苏万年桥

图》等｡按照西方透视学理论,一幅画面上物体的延长线终将有交叉点,这是符合人类视觉特征的客观事实｡但是在俯视画法的“姑

苏版”版画中根本不会出现延长线的交叉点,如乾隆时期的《苏州景新造万年桥》(日本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藏)描绘了清中

期苏州地区市民生活的图景,画面中街道与屋顶构成了横向的平行线,桥墩和房屋外墙构成了纵向的平行线,而桥面的走向以及

房屋的朝向形成了一组斜方向的平行线,倾斜度约为60度｡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对俯视画法的描述为:“画屋木者,折算无

亏,笔画匀壮,深远透空,一去百斜｡”[6]如此的“一去百斜”实在是与真实的视觉习惯相悖,但是古往今来山水画､文人画､界画等

一直沿用此画法不是没有原因的,宋李成早已提出“仰画飞檐”的观点,即按照肉眼所观之象绘于纸上｡沈括驳斥其观点的论据

是:“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 

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7]参照这段解释,“一去百斜”的绘制方式并

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画家将纷繁复杂的景物记录下来,重新经营到绘画空间中｡这样做的目的有二:第一,如果完全按照所见所观

进行绘画创作,画面上只有画家看到一小部分景,无法向观众展现更加宏伟的景致｡第二,因为当时没有航拍器材予以辅助,画家

观景的视角非常有限,很多人物､景物的细节无法表达在画面中｡基于这两点原因,清中期俯视画法的“姑苏版”版画受西方透视

学的影响较少,更加偏向于中国传统绘画视角｡虽然如此,并不表示这一部分版画仅仅是运用中国传统画法对苏州景观的直接记

录,明暗法的应用就是巨大的创新之处,就《苏州景新造万年桥》而言,桥墩藏于桥面之下的颜色较其侧面更深,房屋内部设色较

外部更深,行船舱室内设色更深,茂密的树叶也有明暗之分……这些细节的处理表明画工在上色之前已经对光线进行了预先设定,

这在传统中国画中很少见到,这也就是“姑苏版”画风与同时期的院体画､文人画､界画相比更加立体逼真的原因所在｡ 

此外有一部分以楼阁为主题的“姑苏版”版画运用了焦点透视法｡这类代表作有《西洋剧场图》《苏州金闾图》《莲池亭游

戏图》等,此类作品与传统俯视画法的界画､文人画相比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画家观景的视角从俯视转为平视,使得这一类画作的

审美表达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观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画中人处于同一场景中,不再从高空俯视芸芸众生｡以《莲池亭游戏图》(日

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藏)为例来说,观画者与画中人的距离被拉近了许多,“人”不再是中国传统界画中的一个泛指,一个点缀,

观画者不必凑近画卷或者拿着放大镜仔细观摩画中人的一举一动｡“人”在《莲池亭游戏图》中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蕴意,即个

体空间的释放与个体情感的表达｡传统界画当中,亭台楼阁成为绝对的主角,“人”确切地说应该指向为人群､人流､民众的含义,

这是一个群体概念,而观画者为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传达往往是不平等的｡ 

观画者对画面中群体的认知是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但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独立的情感空间,这些情感的表达往往不能

够被观画者所感知,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空间被群体空间所替代,视觉重心已经偏离｡而在《莲池亭游戏图》当中,每一个人都有

足够的个体空间,画面中近处玩耍的孩童与右边端坐的二人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空间,既能表现孩童玩乐的投入之情,也能看

到妇女和蔼的目光,二者相互观照｡左边五人也构成三角形空间,母子间相互关爱之情显露无遗｡因两幅画中间尚有残缺部分,无

法知悉其中是否存在人物活动,但通过分析已有部分足够说明对于个体空间的释放,促使画中人的情感表达更加强烈｡这一点在

《玉堂富贵图》《百子图》《西洋剧场图》《阿房宫图》等作品中均有展现｡ 

由于绘图视角的改变,《莲池亭游戏图》采用了焦点透视法进行绘制,以模拟人眼进行观看｡此图属于高视平线构图,视平线

(H.L)高于画面中的人物,因此远处的景观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在观画者的眼前｡然而将视平线上下部分的透视线连接起来可以

发现,各条透视线并未聚焦于某一个点上,而是较为错乱地集中于某一区域中,这并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基本原理｡通过分析和比对

其他运用焦点透视绘制的“姑苏版”版画,如《西洋剧场图》《百子图》《阿房宫图》《清国南蛮渡来屏风》等,发现几乎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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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画作中视觉焦点都不唯一,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工匠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透视学的基础理论,而是根据西教士带来的相关油画､

铜版画进行模仿和复制,在制作过程中将画面内容进行替换和修改,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姑苏版”版画｡ 

这一推断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以找到一些佐证｡1729年数学家年希尧依据透视学原理出版了东

亚最早的理论专著《视学精蕴》,这部专著内容详实,中西汇通,是东方透视学研究的里程碑｡但要理解这部书稿内容需要一定的

数学基础,这显然是当时的文人以及画工无法参透的,此外,“由于统治阶级本身的利益,他们常常对科学进行歪曲,再加上当时

一些其他原因,使得当时的透视分析科学存在不少严重问题｡例如在所编的官书中,大肆散布数学起源的唯心论;由于西方传教士

的守秘,在所编官书中仍然采用陈腐的地心说,没采用先进的哥白尼日心说等等｡”[8]这些都是《视学精蕴》没有大范围普及的重

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其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没有起到任何推动作用｡理论与实践的脱钩不禁让人推测当时“姑苏版”版画的

透视画法只是套用了西画的外在形式,工匠们短时间内无法从认知结构上理解透视学原理｡综上所述,西洋绘画对于“姑苏版”

版画的影响仅仅流于表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画工的思想认识｡随着清末战争频发,“姑苏版”版画的发展进入低谷,逐渐消

亡殆尽｡ 

三､“姑苏版”版画风格的形成及对西方艺术影响 

“姑苏版”版画风格较为特殊,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木版年画相比风格有很大的差异性,即便同属桃花坞年画,晚清以后的

木版年画作品也与“姑苏版”有较大的区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年画表现主题的不同｡“姑苏版”主要描绘了

苏州地区繁荣的市民生活和城市景观,由于受到宋代院体画､明代的界画以及文人画的影响,“姑苏版”的画面构成既充满了文

人画的道学思想,也融入了儒家的入世观｡这一点在《姑苏万年桥》《西湖十景图》《姑苏石湖仿西湖胜景》等版画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木版年画相比,“姑苏版”对于城市景观和市民生活的描绘似乎超出了年画的表现范畴,工匠们大

规模不计成本地集中生产,使得“姑苏版”形成了独有的表现风格｡而美人与娃娃是“姑苏版”的另一大表现主题｡其他地区也

有表现此类主题的木版年画,例如始于明末清初的天津杨柳青,与“姑苏版”版画的发展历程十分相似｡ 

杨柳青年画吸收了北宋宫廷院体画风格,对于人物和景色的绘制十分精致,历史上将这两个地区的版画称为“南桃北柳”｡

但就美人与娃娃这一主题的表现方式来看,与“姑苏版”有很大的区别,即美女和娃娃并不是画面中的主角,仅仅是对画面主旨

的补充｡相比之下,“姑苏版”在文人画的影响下,敢于构建独立的女性空间,例如,《美人闺房图》《美人裁缝图》《三美人图》

《簾下佳人图》等,这些内容不仅表现了苏州当时摩登的社会风尚,更加突显出男性的审美欲望,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形成了

“姑苏版”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潮｡晚清战乱频仍,“姑苏版”的生产空间与销售空间被彻底破坏,在此之后的年画主题从精致的

摩登风尚转向了农村生产以及低俗的民间风情,这种转变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同时也成为桃花坞年画审美表达的转折点｡其次

是“姑苏版”版画的表现手法独树一帜｡随着清中期苏州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为中国画坛引入一丝新风｡”
[9]
“姑苏版”借助西方绘画的技法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创新,如焦点透视法与明暗法的运用｡“姑苏版”将这些新的绘画理念植入

文人画的框架内,东西结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意象空间｡无论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年画作品中,或者晚清之后的桃花坞年画中

都没有类似的版画作品,这无疑反映出“姑苏版”的创作理念之新､制作技艺的难度之大｡ 

事实上,“姑苏版”因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在17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2011年在天津举办的“中国木版年画国际

论坛”上,英国的冯德堡先生讲述了17世纪放置于法国城堡内的“姑苏版”屏风画,其中一张便是《麟儿集庆新年瑞·麟儿轩塌

纳荷凉》｡此外,“苏立文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中提到,凡尔赛宫1667年至1669年的物账单中记有一套12幅从中国运来的

屏风,泥金的底子上画有山水和花鸟,以后的单子上还增加了画有山水､人物､花鸟或者儿童过节等内容的屏风画｡”[10]可以看

出,“姑苏版”在欧洲的流行绝非偶然现象,大批量的姑苏版画以包装插图､屏风画等形式传入欧洲,且大部分画作直接进入到上

层贵族的生活圈｡此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康乾年间,古苏州地区经济及其繁盛,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刘耘华在其书中对这些传

教士在东吴地区的活动时间均有详细梳理:何大化(A.de Gouvea,1652)､潘国光(F.Brancati,1637-1665)､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61-1665､1671-1680)､李西满(Simon Rodrigues,1675､1690-1704)､鲁日孟(J.de Yrigoyen,1678)､杨若翰(Jean 

deSaa,1724-1725)等[11]｡通过记录可以发现,这些传教士留在苏州地区的时间并不固定,长有20余年,短则一年,而且这些记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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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由于传教之外的原因短暂居住在苏州的外籍人士｡ 

从时间记录可以推测,这些传教士有的可能已经回国,有的可能回国之后又再次入华(如柏应理､李西满),这就为“姑苏版”

在欧洲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与通道,此为之一｡其二,对于这些来自中国的进口货,欧洲购买者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它

们最初传入时,倒不完全时因为它们的艺术价值,而更是由于它的工艺,质地优良……但是后来由于注意形式及绘画内容,也开始

抓住了欧洲的购买者的想象力;他们不仅熟悉了中国绘画的风格和气氛,而且也通过绘画的表现了解到中国的建筑和园林｡”[12]正

是由于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促使“姑苏版”外销画的订单量逐步提升｡如果说仅仅为了满足欧洲贵族的兴趣爱

好,“姑苏版”作为对外交流的一种艺术形式并无特别之处｡然而罗珂珂(Rococo)的设计家们却将“姑苏版”中的元素应用于具

体设计当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幻想中的中国｡”[12]让这些设计师们不曾想象到的是,后来传入欧洲并深刻影响了印象派艺术

诞生的浮世绘版画,同样受到了“姑苏版”的启发｡换句话说,“姑苏版”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了欧洲艺术的发展轨迹｡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姑苏版”版画审美构成是多元化的,兼具东西方绘画特色,形成了苏州地区市民生活独有的审美方式｡

从创作的层面来看,“姑苏版”版画融合了中国传统年画､文人画､界画､院体画以及西洋绘画的审美特征,将各家迥异的审美风

格融合在一种艺术形式中,这在中外艺术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正因为“姑苏版”版画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保守的创作思维,进

而影响了日本浮世绘版画的诞生,随后又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发展,“姑苏版”版画的创新之举是非常成功的｡而从受众层面来

看,“姑苏版”版画并不是某一个工匠､某一个画家的成果,这种特殊的审美风格“追根溯源,都对应着观众每一项具体的心里需

要”[13]｡可以说正是当时苏州地区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艺术品位造就了这样如此辉煌的艺术形式,“姑苏版”版画也是对当时苏州

地区文化艺术思想的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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